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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第一章

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

经济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已

有不少专论，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有分歧。这里仅就其中经

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的区别；封建政府财赋倚重地区与经济重

心所在地区的联系和区别；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时间及其标准等

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六朝时期江南的开发确实引人瞩目。但是，如何估计这一时

期江南经济发展的水平及其在当时的地位，在史学界意见就不是

很一致的。罗宗真同 一文，志《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认为六朝时期南方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经

济的发展，逐渐形成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一划时代的转变，是

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又说“东汉末年由于各军事集团争夺地

盘，使关洛地区遭到破坏。关中黄淮已不复成为全国的经济中

心。”六朝统治者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认为必须开发江南，依

靠新开发的经济区，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全国经济中心的南

移，初见成效已始于六朝时间。“”六朝时期的（江南）经济，无论在

农业、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均已超过北方，其中特别重要的农业，更

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罗宗真同志的论点在类似主张中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的论

述也针对这些论点而展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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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江南经济尚属开发阶段，抑或“无论在农业、工业和

商业等方面，均已超过北方”？需要进行有根据的分析。这里我们

认为必须阐明以下诸问题。

首先，二世纪后期至六世纪后期，即东汉末年至隋统一时期，

南北方经济发展趋势的估计和发展水平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

混为一谈。

就北方经济发展趋势而言，因为受到东汉末至三国初历时半

个世纪的战乱和灾荒、西晋末年“五胡十六国”战乱和灾荒以及南

北朝军事对峙、割据的影响，出现了几次经济大衰退。如建安元年

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

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

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

当时除河北、江淮以外，关中、青、徐等地，同样为战争所破坏，经济

萧条，军民乏食。

西晋末年“，海内大乱”，尤以中原为甚，前燕慕容皝的记室参

军封裕即指出“：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

流陨，相继沟壑。” 自此之后，北方进入一个割据政权（十六国）纷

争和更迭时期，持续一百余年。十六国时期，有关北方社会经济凋

敝的记载，俯拾皆是。其具体表现为：杀戮无辜，驱略丁壮，毁坏农

田、村庄，断绝商路，加上水旱频仍，饥疫并至，农业生产无法进行

或收成极少。

在南北朝对峙时期，虽然北方总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由于

南北朝对峙和北朝政权更迭所引起的战争和内乱，严重影响社会

经济的发展。如刘宋和北魏在黄淮地区的军事对峙中，宋军王玄

谟曾利用河、洛之民渴望王师光复中原之心，受其租谷、责其供给；

魏军在攻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中“，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

即可斩截，⋯⋯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使黄淮

年）光复寿阳地区经济备受摧残。肖梁普通年间（ ，以寿

阳 ，至此为豫州、合肥为南豫州。寿阳因“久罹兵革，民多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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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开始恢复生产。北魏后期，尔朱荣、高欢相继专权、内部军阀兼

并迭起，加上持续不断的流民起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

年），已是“天下响，至其末年（ 户口减半” ，继之则东魏高欢与

西魏宇文泰迭相交攻，以致民饥国匮。如高欢与宇文泰争夺恒农，

时值关中大饥，宇文泰欲攻陕州取仓粟，高欢使其将高敖曹将兵三

万入河南，围恒农，置兵诸道，企图待至麦秋“，其民（西魏）自应饿

死” 。

以上情况概括地说明了二世纪后期至六世纪后期北方经济三

次大衰退或者叫严重破坏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以此来判

定整个二世纪后期至六世纪后期北方的经济状况，事实上北方经

济在长达四百年的历史中，有过几次恢复发展。如曹操及曹魏时

期、西晋时期、北魏前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发展速度相当

快。曹操屯田对农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是史学界人所共知的，一些

地区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牧守治理有方，出现了“百姓勤农，家家丰

实”的小康局面。西晋初年的繁荣也是史有所载，“太康之中，天

下书同文，车 这虽然有溢美之嫌，但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

也反映出经过政府督课之后，小农经济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即使是十六国时期，也是乱中有治，局部的经济发展情况仍然

存在。如后赵石勒颇知务本之要，曾置劝农大夫“循行州郡，核定

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 。前燕慕容皝也曾五大夫”

“躬行郡县，劝课农桑”，又实行屯田，用公牛者“公收其八，二分入

私”。用私牛者“公收其七，三分入私” 。前秦苻坚“以境内旱，课

，把区种法加以推广，百姓区种” 促进农业生产。

北魏时北方基本上统一在它的管辖下，经过孝文帝改革，随着

拓跋氏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而带来的落后生产关系被封建生产关

系所替代，又经均田制的实行，农业生产大有发展，反映北方农业

技术进步的《齐民要术）即撰于北魏末年，时“百姓殷阜，年登俗

。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乐” 已矣” 。

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趋势而言，北方是曲折的，在四百年中，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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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三次衰退的打击，但也有较显著的恢复发展，不能执之一端，作

出不全面的评价。

南方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北方不同。南方自孙吴至南朝大体上

处于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里，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遇到如东汉末、

西晋末那样大的挫折，总的趋势是一直向前的，较少曲折，也就是

说，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比北方快一些。

但是，能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南方的经济已经超过北方呢？

不能，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超过其他地区，不能光看

发展速度。历史及现实经验证明，往往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

在起步阶段发展速度会远远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原因是

它的起点低。因此在讨论经济发展水平时应考虑原有经济发展水

平及其发展状况这几个方面的因素。

原有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方面，北方地区在东汉时粮食亩产量

。魏晋时，在较为安定的时期，亩通常为三石 产量不但没有降

康说，低，反而有提高。 亩产十斛为良田 ；傅玄说魏时旱地亩

；贾收十余斛，水田亩收数十斛 思 说亩收十石 ；江统说关中亩

产号称一钟（六斛四斗） ；杜预说豫 。南方地兖地区亩收数钟

区，孙吴会稽钟离牧在永兴种稻田二十余亩，以稻与县人，县人“率

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还给牧 ，估计会稽的水稻亩产在数

斛。所以，总的说魏晋时亩产量还是北方高一些。在二世纪后期

至六世纪后期这一发展阶段上，农业是整个自然经济的基础。北

方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已经相当高，非南方可

比。《齐民要术》的记载，确凿无误地证明北方的农业，仍然是全国

最先进的。忽视这一点，很难准确判断南北经济的发展水平。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也是可以比较的。纺织业方面，三国

时扶风马钧改进织绫机，大大提高了丝织技术 。魏晋时河北丝

织业相当发达，清河之缣、房子之绵，均著名于时。北朝亦以河北

为丝织业基地，官府设局经营。只有锦的生产，一向以成都最为出

名。江南丝织业在六朝时有较快的发展，其中荆、扬两州已号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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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绵 。但是，正如韩国布帛之饶，复衣天下” 磐先生所说“：南朝

的丝织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过比起当时的北方来，还是不如

的。” 冶炼业方面，南北方的炼钢技术均有提高。北方早在西汉

时就能炼出百炼钢。三国的韩暨利用水力（水排）鼓风，提高了冶

炼功效“，计其利益，三倍于前” 。而南方至南朝的宋元嘉初才在

江夏郡的北济湖试验水力（水排）鼓风 ，而且未能成功地坚持下

去。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炼钢技术灌钢，出自陶弘景的话 ，

但此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却见于北朝，东魏綦母怀文制造的宿铁刀，

“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 应即为灌钢。再则，瓷

器业和造船业，南方的技术水平似高于北方。已出土的三国、两晋

和南朝的青瓷均产于南方。总之，从主要手工业部门来说南北各

有所长，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纺织技术，北方仍然高于南方。

商业的发展水平，要看不同的历史时期。东汉末至三国时期，

北方商业一度趋向萧条，西晋统一后，商业的恢复发展便有一定规

模，与此相适应，从魏明帝开始铸五铢钱，至西晋而沿用不改。南

北朝的商业，南方比北方繁荣，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北方经受十

六国割据混战时期和东西魏与北周、北齐的分裂。但是，毕竟北方

的经济基础还好，一旦社会安定，就可能出现比较繁荣的商业经

济，如北魏就是如此。《洛阳伽蓝记》说洛阳的对外贸易非常发达，

“自葱岭以东，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

下。”

所以，六朝的南方，四百年间，赖自然资源丰富和江河湖泊与

海上交通之利，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的起点低，又得北方劳动

力南徙之助，经济发展速度比北方快，然其经济基础薄弱，仅属局

部开发成功，还不可轻言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超过北方。

至于发展状况，特别应研究各个王朝的经济对策，看看它是否

有利巩固农业这一社会经济的基础。北方的几度经济恢复和发

展，首先是从改革田制和赋税制度开始的。从东汉建安九年（

年）曹操颁布田租户调令，改秦汉以来的分成制为每亩四升的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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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并将东汉的横调改为户调，作为正赋，算赋和口赋亦应从此取

年）以前这一消，从此租调制成为曹魏至唐建中元年（ 历史时

期的主要税制，推动男耕女织的小农业生产的发展；从曹操屯田、

西晋占田到北朝均田制的实施，形成了一套对付因战乱天灾及其

他社会原因所引起的农民破产、农田荒芜、农业生产下降的方针政

策，政府把劝农督课政策和有条件的土地分配政策结合起来，推动

农民开垦荒地，恢复发展农业，取得了重大成绩。

还应当看到，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过去一些史学著

作强调小农经济脆弱、经不起天灾人祸袭击、易受破坏的一面，而

忽略了它在遭受破坏之后容易恢复的一面。封建农业的有机构成

是很低的，维持其再生产的主要支出是劳动者的生活费用，而用于

生产资料的支出是很有限的。因此，农民只要拥有一小块土地，再

加上封建政权政策得当，农业生产的恢复并不十分困难。再者，黄

河中下游地区的土地，大多是久经耕垦的熟田，即便在抛荒后重新

垦殖的情况下，也比江南荆莽之地的开拓所需的劳力要少，这对北

方小农经济的恢复十分有利。

相反，六朝南方的经济政策却不如北方几个王朝得法。就赋

税来说，除孙吴时期仍实行汉代田租算赋以外，南方各王朝一直实

行租调制，所不同的是调绢改为调布，亦称租布，因江南地区绢的

出产不如北方普遍，而多出产麻布、葛布。至于租，东晋成帝时始

有田税，每亩三升米，这不是租调中的租米，而是加征，至孝武帝太

元时又将按亩征收的田税米改为按口征收（每口三斛）的口税米

了。南朝继续征收这种田税，编户农民的负担是很重的，不利于农

业再生产能力的提高。

还有，六朝江南大土地势力发展迅速，这一特点使封建政府能

够控制的荒田山林、劳动力减少，无法实行诸如占田、均田之类的

政策，导致了土地危机，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所以，江南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着危机，加上偏安一隅的统治阶

级易滋长醉生梦死的颓废倾向，生活糜烂，消费过度，反过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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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赋税、地租负担，减弱了农民再生产能力。

我们的初步看法是，六朝时期南方的社会经济确实以较快的

速度发展，但是从原有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来评价，还不

能断言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已超过北方。必须看到北方

在四百年中尽管经济发展的道路比南方曲折，但由于它的原有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历代统治者的劝农政策奏效，使其能从几次衰退

中复苏过来，维持着总体上高于南方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实力。

其次，关于经济开发和经济重心转移的区别问题，也必须有一

个较为明确的概念，以免把尚处于开发阶段的地区误以为是经济

中心。

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但

是这种不平衡性是在不断变动之中的。南方可以成为全国的经济

重心，然而在六朝时期，它仅仅处在形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之前的历

史阶段 经济开发阶段。所谓经济开发地区，顾名思义，原来的

经济不发达，尚未开发或尚未全面开发，具有经济发展前途即经济

潜力，但尚未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而经济中心地区，按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在全国是最先进

的。表现为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与国计民生关系密

切的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可比的工农业产值最

高，商品经济繁荣并达到一定深度，反映在财政收入方面，该地区

也是财政收入的倚重地区，即主要财源所在。

如果我们的理解基本上正确的话，那么，从有关史料看，六朝

时期的江南还处在开发时期，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尚未转移到这

一地区。

从宏观角度看，六朝江南的开发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三国时

吴的辖境大致上包括今长江以南至越南北部，湘江、汉水以东以及

淮南这一广大地区。但孙吴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地区仅有建业、丹

阳郡、会稽郡等局部地区，建业是孙吴的首都，“其四野则畛畷无

无锡以西的数，膏腴兼倍。” 的毗陵，是屯田区，农业的开发成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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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显著。会稽郡号称“富实” 这些地区的手工业也有一定基

础，诸暨、永安产丝，三吴有“八蚕之绵”。当时讲“江南沃野万

里”，并非指整个江南，而实指以上地区。其他如长沙和荆州的

农业生产还略可称道。至于今浙南、江西、福建、两广以及整个江

南的山区仍然处在开发初期或尚未顾及开发。因此，三国时江南

的任务是开发，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和北方匹敌。

西晋时期，江南的开发有了新的进展，但是，其不平衡性仍然

是十分明显的。原来的三吴、会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较高。

而新开发地区有较显著成绩者，仅有宣城、东阳、临海、豫章、庐陵、

武陵、长沙、衡阳、零陵、武昌等郡。宣城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州），

辖境相当于今皖南之宣州、广德、宁国、芜湖等地，有户二万三千五

百，接近当时的吴兴郡户数；东阳郡治长山（今浙江金华），辖境相

江流域当于今浙江的金华江、 各地，有户一万二千；临海郡治临

云、龙泉以东地区，有户一万海（今市），辖境为浙东天台、 八千；

豫章郡治南昌（今市），有户三万五千，原辖境包括今江西大部，晋

时辖境缩小，仅限于鄱阳湖以西、锦江流域、清江县等地；庐陵郡治

石阳，有户一万二千二百，原辖境包括今江西永新、峡江、乐安、石

城以南地区，晋时辖境缩小；武陵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有

户一万四千，原辖境包括今湖南沅水流域以西及今湖北、贵州部分

地区，晋时辖境缩小；长沙郡治临湘（今湖南长沙市），有户三万三

千，原辖境包括今湖南东部、南部及今广西、广东部分地区，晋时辖

境缩小；衡阳郡治衡阳（今市），有户二万一千，隋时辖境包括今湖

南衡山、常宁、耒阳间的湘水流域，晋时辖境不详；零陵郡治泉陵

（今湖南永州市），有户二万五千一百，原辖境包括今湖南湘江、潇

水流域及广西部分地区；武昌郡治武昌（今湖北鄂城），有户一万四

千八百，晋时辖境包括今湖北长江以南，嘉鱼、咸宁、通山以东及江

西部分地区（以上数字均为西晋太康初年户数） 。

从上述各郡的户数和辖境来看，大多数地方还是地广人稀，说

它们开发成绩较为显著，是相对于其他开发程度更低的地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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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江南土地垦辟较多，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多呈点线

式布局，分布于各江、湖流域平原及其附近，广大的丘陵山地仍然

相当落后 ，就整个西晋户口分布来说江南所占的比例还不大，西

晋太康时（ 年），江南各州户数在全国总户数中所占比重

分别为：荆州 ；扬州 ； ；广州交州

而荆州还包括江北十余郡，扬州还包括江北二个郡。江南地区户

数实际上不到全国三分之一。这说明，江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北

方，且其内部各地区之间相当不平衡。

东晋南朝是江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但江南内部的不

平衡状况只是略有改变。除少数地区人口密集，农业经营趋于集

约化，大部分地区仍是土旷人稀，农业经营粗放。罗宗真等同志引

用西晋末北方人口大量南徙的史料来证明南方经济的发展具有人

力的条件，这是正确的，也是史学界已经公认的。但是，他们忽略

了这种劳动力南徙仅仅构成南方经济开发的一个因素。由于南方

自然条件不同，南徙的劳动人民适应新的环境，熟悉新的耕作技术

和方法，要有一个过程。此外，就人口分布来说，南徙人 口总数虽

颇为可观，但一分散到南方广大地区，就显得微不足道。自永嘉到

元嘉年 ，北方年间（ 南迁的人口共约九十万。这是就南

朝官方掌握的“编户齐民”而言。加上隐匿户口，估计有一百多万。

九十万人中，分布在今安徽的有一十七万，湖北六万，四川及汉中

一十五万；江西、湖南各一万。此外福建、广东、广西也有一些移

民。在这样大的地区徙入这些数量的移民，固然增加了人力，促进

了开发，但仍然说不上有充足的发展经济的人力资源，也说不上促

使经济开发向深度发展。九十万人的其余部分，大都分布在今江

苏、浙江乃至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其中以江苏的江南部分及浙

，因此，东江的北部为最多，约三十余万 晋南朝时期南方农业精

耕区仍局限于以太湖为中心的江东，以及其他为数不多的江、湖流

域平原，这一结论当大致无误。沈约《宋书》说“：江南之为国盛矣，

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献，内充府实，止地荆、扬二



第 10 页

州”。赋税的征收是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由于南朝农业发

达之地仅限于长江下游的三吴和中游的洞庭湖、汉水之间，因此赋

税也主要出自此二地区，这与我们的上述结论基本相符。所以我

们认为，就江南广大地区而言，东晋南朝时期其经济发展仍属于开

发阶段。

在谈到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时，罗文引用了《齐民要术》

的记载加以证明。然而该书所反映的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

业技术，以书中有关水稻栽培技术的记载论证江南农业的发展，至

多只能局限于受北方先进技术影响较大的三吴等地区，将这些记

载全面视为江南广大地区农业发展的反映，显然不妥，我们这样

说，并无贬低江南农业技术水平之意，不过是要指出，对比南、北方

经济状况时，应实事求是地对待史料。

总之，六朝时期（包括西晋）江南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区，还处

于逐步开发，逐步形成自身的经济技术基础的时期。通过以上分

析，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的区别便不言自明了。如果说经济

开发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那么经济重心的转移则是一个质的变

化过程。虽然质变是以量变为基础的，但二者毕竟不能混为一谈。

唐五代时期江南的经济开发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六朝

时期，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便发生于这一时期。

他们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二年”条下的

一段记载：

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

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 坊、邠百五十三。其凤翔、鄜

宁、振武、 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

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

倚办止于浙江东 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

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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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材料可以说大致勾画出 的变化，即由安唐朝财赋倚重地区

史乱前的倚重北方变为乱后的倚重南方。

但是，诚如岑仲勉先生所指出的，材料未提及其余一百七十五

州的赋税收入归属问题，它们分布于“山南、剑南、岭南三道又畿辅

及河南、河东、江南三道之一部”的广大地区“。其收入当不菲”，有

一部分当供给“皇宫开支” 。此 外 ，在，是一笔“不可忽略”的经费

“不申户口”的十五道七十一州中，也有一些曾一度或数度向唐政

府输纳过财赋如元和十二年 年）淮西平，其所辖四州输赋于（

年）淄青平朝廷；元和十四年（ ，其所辖十二州亦输赋于朝廷。

材料所言乃贞元末、元和初的情况，不可据以说明整个唐后期的情

况，总之，只要把上述材料置于唐后期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加

以考察，就可以避免夸大唐朝对江南财赋的仰赖程度。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央赋税收入与各级政府赋税总收入

的区别，后者还包括地方政府的收入。唐后期实行两税三分制，

“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前者为中央政府收入，后二者

为地方两级机构（会府、属州）的收入。其分配比例，按陆广微《吴地

记》所列苏州两税“送纳上都”“、使司割隶”“、留苏州”三个部分来

看，分别占 。送使、留州部分共占

大于上供部分，在李吉甫未提及赋税归属的一百七十五个州中，地

方政府留成的比例可能会更大一些，岑仲勉先生也认为这些地方

的 ，亦即供给地方行政开支，若收入有一部分当“用以供给政费”

加上藩镇控制地区所截留的赋税，唐朝境内各级政府的赋税总收

入当远远大于唐中央政府的赋税收入。这样，就更不宜夸大江南

财赋在全国财赋总量中的比重了。

复次，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两税的征收无全国统一的税率，而

是各州自行规定，其结果是各地剥削率参差不齐，从而使根据赋税

收入判断一个地区经济状况的观点缺乏准确性，李吉甫说的“每岁

赋税倚办”所仰仗的江南八道，恰恰是赋税剥削较重的地区。旧史

便指出：“天下贡赋根本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而聚敛不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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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尤以太湖地区（包括润、常、苏、杭、湖、睦等州）所负担的赋税

为重，如代宗大历时，每年自江南北调的粮食达一百一十万石，太

湖地区所提供的就达二十至三十万石 。明清时期苏松地区成为

著名的重赋之地，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相反，唐中叶号称“扬一益

二”的扬州与成都，其赋税负担显然就不如太湖地区诸州沉重。总

之，虽然重赋之地一般为富庶之地，但赋税负担较轻地区的经济水

平，却并非一定逊于赋税负担较重地区。

最后，我们要指出，唐朝原先在北方的财赋重地为藩镇所割

据，是南方财赋地位上升的根本原因，安史乱前，唐朝的财赋重心

在北方，尤倚重河北、河南、河东三道。开元时，裴耀卿主漕事“，凡

三岁，漕七百万石”，皆取自晋、绛、魏、濮、邢、 。稍贝、济、博诸州

后，韦坚继之，曾一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 。安史乱后，河北全

部、河南大部、河东一部，皆为藩镇所割据，唐朝财赋重心遂南移江

淮，然岁漕江淮米至京师 唐，其数量已大不如昔日山东之粟矣

后期南米北调主要供京师官僚、军队消费，北方其他地区的吃粮问

题仍然是就地解决。考虑到唐后期军队大部分驻守北方，因此北

方自身所提供的兵粮总数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样，唐后期江南的

财赋地位，就所提供的粮食数量而言，尚不及前期的北方，只是加

上盐、茶之利，才胜其一筹。与此同时，北方除京师之外的广大地

区财源仍是出自本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财赋倚重地区的转移与经济重心的转移

虽有联系，但二者不能等量齐观，唐朝财赋倚重地区的南移，固然

与江南经济的发展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北方赋税多被藩镇截留。

江南提供的赋税超过北方，并不意味着江南的剩余产品就一定多

于北方，更何况唐朝对江南财赋的仰赖程度往往被夸大，导致对江

南经济发展水平估计偏高，这是需要认真加以纠正的。

三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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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应划定在哪个时期？与此相关，确定经济重心

业已南移的标准是什么？以下再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我们试图以逆向推断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即首先确立经

济重心南移过程完成的标准，然后按由近及远的顺序逐一考察各

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概况，并与北方作必要的比较，以确定经济重

心南移过程的起点和终点。

我们认为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标准应是：第一，经济重心

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它地区，具体表现为：人口

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

发达。

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

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

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

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

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如果我们的观点大致符合实际，下面就让我们以此为基础展

开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宋代南方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并和北方

作一些比较、先 年），江南七路（两浙、谈人口分布，元丰三年（

江南东 西、荆湖南、福建、广南东 ；西）有户 口

同年北方八路（京畿、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荆湖北）

。南方比北方多 户、有户 ；口 口。就

每户平均口 人。崇宁元年（数而言，南方为 人，北方为

年）南、北户数与元丰三年比较，均有增长。江南的两浙、江南东

西、荆湖南四路 ，其余三路资料缺。北方八路平均平均增长

。北方增长率高于南方一倍以上。但由增长 于原来南方各

路户数已超过北方，福建等三路增长情况不明，最多只能说当时的

总户数南北持平。至南宋，南方户数继续稳定增长。绍兴三十二年

年），与元丰时相比，江南七路除江南东路减少 ，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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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减少 以外，其余五路平均增长 。至嘉定十六年

年），江南东路由减变增，较元丰时增加了 ，江南西

路、福建路较元丰时则分别增加 和了 ，就整个江南

。宋、金对峙时期地区而言，户数较前有所增长 ，南方的户数多于

北方，而口数则少于北方 ，考虑到金的辖境比北宋的北方地区大

得多，而南宋的户口统计又存在种种问题，当时南方的实际口数当

不会少于北宋旧境内的北方地区。

从以上人口分布情况看，南、北方的劳动力资源都是充足的，

仅就此还无法断定经济重心在何方。必须指出，对于人口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既要看到人口多、劳力资源充

足，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有促进生产发展的一面；

也要看到，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完全取决于人口的多寡，还要看劳

动生产率的高低。其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意义尤为重要。为了

较为准确地作出宋代南、北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对比，我们拟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年）各路人均田地和人均第一，以元丰年间（ 两税

负担为例，对比北宋南北方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上面已指出，元丰

三年 户、北方八路总计 口，而元丰年间这八路

有田地 亩，人均 亩；元丰三年南方七路总计

户、 口，元丰年间这七路有田地 亩，

亩余。南人均 方的人均耕地数是北方的 ，但是，从两

税负担来看，北方八路人均 贯石匹斤两，南方七路人均

贯石匹斤两，南方的人均两税负担是北方的 。南、北方人均

耕地数和人均两税负担比较，可以看出南方的两税负担轻，农民的

再生产能力大于北方，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及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二，南方亩产量高于北方，进一步说明南方的农业劳动生产

率较高。漆侠同志曾列举北宋到南宋南北各地的十条亩产量数

据。其中亩产高的大多在南方。他指出：

宋代单位面积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两浙路太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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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江东路圩田区是当时稳产高产田集中的所在，亩产量从北

宋时的米三石发展到南宋时的五、六石或六、七石，高达六、七

百斤 。

第三，南方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提高较快，和南方生产广度

与深度超过北方有关。就广度而言，南方充分利用劳动力，开垦荒

地，及至山谷峻岭，如福建，层山之巅，“不坵而为田” 。梯田在南

方丘陵、山区比比皆是。南方农业的部门众多，因地制宜，发展生

产，如桑、麻、茶、果、药、花的种植和水产、海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北方都大大不如南方。尽管南方人均耕地少，生活资料却比北方

丰富，就深度而言，南方精耕细作的水平超过北方。吴、越、闽等地

从唐末以来发展起来的两作制。亦即双季稻、稻麦连作等方式，到

宋代有更大 。因此，江南的农业生产率高于江北“，大率的推广

。当然，江淮田百亩所收，不及江浙十亩” 南亦非处处都实行精

耕细作，广种薄收乃至刀耕火种的山区、僻地各路均有：江北也有

精耕细作之处。但这种不平衡性并不影响宋代南方耕作方式的总

体上的优势。

第四，南方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于北方，也说明南方农业劳动

生产率较高。宋代南方商业性农业和多种经营呈现相当繁荣的景

象，桑树、苧麻、棉花、茶树、桐树、荔枝、龙眼、甘蔗、大豆等的种植，

已使部分农民以商品生产为生，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比传统的自然

经济下的农民更加频繁，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生产，如丝织、

麻织、棉织、制茶、榨糖、榨油等行业，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多种经营

的发展而发展。其他手工行业，如制盐、冶铁、制瓷等，也因农业生

产的发展而发展。

下面就来看看手工业生产的情况。我们以纺织、矿冶为例，比

较宋代南北方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万匹以上。北宋时，年产布帛

万匹）、江南西（的地区，江南有两浙（ 万匹）、江南东（ 万

万匹）、河北西匹）三路，北方有河北东（ 万匹）、京东东（ （

万匹）三路 。南北相较，南方比北方多 多万匹。北宋至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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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元丰元年（ 年），银、铜、铅、锡的生产大部或全部都

出自南方。银课万两以上有虢、信、潭、南剑四州，后三者均在南

方，其他少于万两的地区也绝大多数在南方。铜主要产自广、潭、

信等州，而广州一地即超过总数 。铅的生产南方占三分之的

以上 。据载南方金、铁产量不如北方二。锡的生产南方占 ，

但旧史所言或不确。一则南方金、铁产地多于北方，二则宋代推广

“胆水浸铜法”的地区全在南方 ，此法须用铁将硫酸铜溶液（胆

水）中的铜置换出来，耗铁量颇大。据此南方产铁量当十分可观。

从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手工行业来看，宋代南方手工业的发展水

平显然高于北方。

任何生产部门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地进行的，一个生产部

门的发展会带动其他生产部门的发展。这种连锁反应，意味着社

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生产活动愈来愈丰富多彩。进而各生产部门

之间乃至各经济区之间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又因这

种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增加，这就引起它们之间有秩序的、频繁的交

换活动不断展开。这样，商业的繁荣便是水到渠成了。在这方面，

宋代的南方比北方表现得更加突出。宋代南粮北运，已不象唐时

主要供京师所需，而是相当大部分经由开封转销各地。今河南、河

北境内生产的铁制品运往开封，目的之一便是为了与来自南方的

粮食交换 。南方各地之间粮食运销也很频繁，福建沿海所需大

米大部分仰赖广米从海路运来 ，便是一例。南方还拥有许多北

方所没有的经济作物，它们的商品率大大高于粮食作物，茶叶就是

显著的例子。据估计，宋代每年投放市场的茶叶总值达 万

仅此一项，就使北方的经贯 济作物及其加工业相形见绌。对

北宋至道、天禧、熙宁元丰三个时期政府工商税收的统计表明，其

增长幅度是很大的，而其中盐、茶、银、铜的税收又占了相当大的比

这四项手工业产品大部或重 全部都产自南方。流域面积超过

黄河一倍以上的长江，至宋代开始发挥出其交通大动脉的效益。

长江及其支流沿岸城市不仅数目多于黄河，而且繁荣程度也凌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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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如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出现了“北客随南贾，吴樯兼蜀

船 的盛况。宋代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港口的增加与繁盛，则反映

了中国古代以“丝绸之路”为主的陆路对外商道已让位于东南海道

这一历史性的变化。

北宋时南方经济的发展不仅持续到南宋，而且这种发展在南

宋时又进一步深化了。元、明、清三代南方经济的发展仍然有增无

减，相形之下北方的发展是缓慢的。近代以前，中国经济发展南高

北低的格局再也没有逆转过。江南经济区不仅完全取代了原先北

方经济区所具有的地位，而且使得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对它的依

赖程度不断提高。

按照前文所提出的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三个标准，我们

认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下限，亦即其终点，应确定在宋

代。具体地说，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

面实现了 。

其次我们来看看唐五代时期南方经济发展在整个经济重心南

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时期南方农业发展的特点，一是农业

经济向广阔的丘陵、山区地带深入，构成了当时平原地区和丘陵山

区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平原与丘陵山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开始缩小；二是农业经济虽然还以粮食生产为中心，但已努力朝多

。种经营方向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普及相当快 同一时期南方

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一是农业商品化的扩大；二是地方性小市场

的扩大；三是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据此，我们认为，将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起始点确定为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是适

宜的。

问题在于，为什么不能把唐后期乃至五代十国时期视为经济

重心南移的完成时期？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意日本学者西嶋定生

的分析，即江南水田农业超过华北旱田农业，大约始于唐而完成于

宋。具体地说，整个六朝时期，江南水稻的栽培技术在相当大的范

围内还是一年休闲的直播法。这一时期江南农业的发展，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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